
倭仁病隐之后，争论远未结束。 倭仁一系

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攻击开设

算学馆的奏折。

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譬如候补内阁侍

读学士钟佩贤，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头，批判

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候选直隶州知州

杨廷熙，则把当年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为朝廷

开设了算学馆， 甚至还扩大到对同文馆的批

判，说同文馆这个名字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

良的监狱的狱名，建议算学馆并同文馆一并裁

撤，如此才能够杜绝祸乱之萌生、端正风俗教

化、弥合天变、顺应人心。

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 谕

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后主使，

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 当倭

仁再度上奏请病假时，朝廷顺势剥夺了其翰林

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的职权。

表面上看，这次同文馆风波，朝廷和奕訢

站在一起， 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系的意

见，获得了胜利，天文算学馆也得以设立。 但这

种胜利其实是很惨淡的， 甚至根本称不上胜

利，反可用惨败来形容之。

个中缘由在于：由于倭仁的半路杀出，造就

出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天文算学馆几乎招

收不到什么科举出身的“正途人”。 第一次招生，

“正途投考者寥寥”，奕訢等人无奈，只好把非科

举出身的杂人也编到一起，总共才得到 98人。 考

试的时候， 又有 26人缺考。 最后勉强录取了 30

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 20名“毫无功效之

学生”，最后仅剩 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

并。开设仅半年，天文算学馆即名存实亡。李岳霖

《春冰室野乘》里说：那些科甲出身的“词馆曹郎”，

均以学算学为耻辱，“竟无一人肯入馆者”，当时知

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坚持，由此可见一斑。

最使人感喟的是， 倭仁反对科甲出身的

“正途人”跟从“夷人”学习算学的最重要的理

由，是担心这些科甲士人———帝国意识形态的

中流砥柱———会被狡猾的“夷人”引诱同化，进

而损害帝国的立国之本；然而，奕訢等人之所

以一直坚持让科甲出身的“正途人”来跟从“夷

人”学习算学，恰恰也是这个出发点，奕訢认

为，只有受过严格的理学意识形态教育的“正

途人”，才能够“存心正大”，不会“为洋人引诱，

误入歧途”。 同样的出发点，同样的担忧，却引

发了一场剧烈的高层内斗。

隐性冲突：士子集体抵制，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

同文馆风波，颠覆了以往所谓的“以慈禧

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说辞。 这场风波

清晰地展现出：在 19世纪 60年代的中国，主流

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 相反，

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政府，却走在了主流知

识分子的前头。

据曾国藩说，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

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

较之前更高。 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

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馆门前贴“大

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

讽同文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

援。 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

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

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

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 如今有人

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

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尤为值得深思的， 是自诩为全天下只有自

己才真懂洋务的郭嵩焘，同样反对开设算学馆。

郭闲居乡里，时刻关注着京城这场“意识形态论

战”，他对争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他们是两

个瞎子在路上相撞争辩，都没说到点子上。 郭对

奕訢的批评最耐人寻味， 郭说：“总理衙门的奏

折，立论之荒谬，处处令人喷饭。 所拟定的开设

算学馆的章程，让我惊骇不已。 用洋人所教授的

学问作为士大夫升官的依据， 这对士大夫来说

是莫大的耻辱；上课每天点名，每月考试，用教

授蒙童的制度来管理科甲士子， 这简直是在蔑

视士大夫、侮辱朝廷！ ”开明如郭嵩焘者尚且如

此，其余士子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

据《郭嵩焘日记》记载，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

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

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不是我们的同志，我

们集体抵制他。 湖南开了端，山西的京官马上

就跟进了。

结果，算学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

教习，著名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

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 年的这场算学馆风波，背后所涉及的

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

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

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

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们的顽固，而必然

是众人的选择———在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

这一点将不断得到极明确的印证。（编者整理）

结语：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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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

“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 暂时仍以

汉文配送， 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

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

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 ”

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层在 1862 年设

立同文馆，以专门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

才。

同文馆设立之初， 只是单纯学习英、

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强运动的

推进，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觉察

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出洋枪洋

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

原理， 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

育已无法满足人才的输送。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

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这种观点今

天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

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

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

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奕訢与曾

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 1866 年末正

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

学馆， 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火

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

学中来”。

应该说，奕訢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

的心理准备。 在奏章里，奕訢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

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

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

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

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

奏请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在天文算学馆顺利进入筹备阶段

的同时，一股抵制、反对的暗流也正在悄然汇聚。1867年 3月 5

日，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学习这

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

节！这样搞，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

途。

在恭亲王等人的操作下，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

回。 谕旨里说，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

巧”！

张盛藻被打压之后，晚清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

与奕訢展开了两个回合激烈论战。

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享有崇高

的威望。 3 月 20 日，倭仁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士子师从

“夷人”，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终致“变夏于夷”，天朝辉煌的文

化道统会被粗陋的蛮夷之学所取代，有亡国之患。

朝廷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对倭仁斥退了事。 倭仁的影

响力不可忽视，上奏当天，两宫皇太后就召见了倭仁，但谈话并

不愉快，没能达成共识。随后，问题被抛给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

理衙门。

4 月 6 日，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个极长的奏折，重申了开设

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以及招收科甲士子进天文算学馆入学的

必要性。奏折里最关键的技术处理，是对倭仁一再强调的“变夏

于夷”避而不谈，而是大谈特谈危机之深和自强的紧迫。为了给

倭仁造成压力，同时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

洋务大臣的奏稿信件。最后，奕訢还将了倭仁一军：该大学士既

然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肯定别有强国良策。如果

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 可以压制外国而使本国不受欺侮，则

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如果没有其他良

策，仅仅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

在不敢相信。

第一回合结束。

4 月 12 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坚持己见，

而且反将了奕訢等人一军。 倭仁说：“具体到让

夷人来教授算学这件事情， 如果该王大臣确实

有把握，认为必能将算学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

机器造出来， 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

人所利用；夷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则上报

君王，下伸民愤，岂不善哉！若做不到这些，却先

丧失了人心道德， 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

馆。 ”

倭仁这一挤兑确实触到了奕訢的软肋。 4

月 23 日， 奕訢上奏承认自己不能做上述保证。

奕訢说：“像倭仁所说的那种把握， 臣等不敢保

证。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

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汉臣诸葛亮，也无

法预料，何况臣等！ ”

但作为反击， 奕訢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

里的一个弱点集中攻击。 奕訢说：“上次该大学

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学，也不必师

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

臣请择地另设一算学馆， 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

教授，以观其成效。 ”

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 4 月 25 日，他不

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

敢妄保”。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下旨要

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本国精于算

学之人，立刻保奏，开设算学馆，以收实效。 同

一天，朝廷还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在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

来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

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

领袖。

最后，倭仁以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

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的正面冲

突就此结束。

正面冲突：恭亲王奕訢与士林领袖倭仁两次论战

恭亲王等决定

设立天文算学馆

编者语：

成立于

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

唯一由晚清最高决策层直

接领导的改革机构。 其设

立的初衷， 是有感于中外

交涉言语不通， 经常因为

词不达意而导致小事酿成

大衅。 基于这一紧迫的现

实需要， 设立之初并未遭

遇太大的阻力。

但当 1867年，恭亲王

奕 与曾国藩、 李鸿章等

改革派大臣认可了“一切

西学皆从算学出”的“新思

想”，而决定在同文馆增设

天文算学馆时， 却挑战了

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底

线， 进而引发了一场清帝

国权力最高层的激烈内

斗。 结果两败俱伤，晚清自

强改革也因此迟滞多年，

其中不乏令人深思和警醒

之处。

恭亲王奕言斤

言斤


